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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瑞典教育社會學家Broady（1987: 11） 在其知名著作《看不見的課

程》（Den Dolda läroplanen）一開頭是這麼說的：

教師圈裡有一種職業病，傾向於將問題個人化、並賦予心理學上的說明。換言

之，他們首先是在他們自己（或他們的學生或校長）的個性裡頭去尋找原因，故

無視於那些界定並限制教師（及學生）之諸般行動可能性的要素。

教育領域裡的其他專業工作者，情況大致也跟這裡所談到的教師差

不了太多，不論其是政治人物、官員或學術研究者，均類推適用；而且

這種謬見亦不僅只出現在對諸般問題的解釋裡而已（Collins, 1990）。在

說明教育的成功時，我們也是傾向去注意個人、其心理狀態以及教育方

法，而非那些具有社會、文化、制度或歷史之特徵的現象。

這種偏見在近十年――當政治人物們開始用國際教育指標作為全球評

估基準的共同語言依據時――有了新的重要性。如Nóvoa和. Yariv-Mashal
（2003）所批判性提示比較教育研究常常變成為一種用來產生教育政策

或治理模式的政治工具，而未停留在知性探求的研究領域裡。有關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所主導的國際學生成就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的評鑑之公開且具效應的政治性辯論，即是

個非常適合的例子。該問題之表徵是，學術性討論在所謂「身兼英雄與

惡棍」的諸般國家裡頭大多十分活躍。更加明顯可見的是：在教育政策

國際化的時代裡，有關可比較性（comparability）的諸般炙手難題除了

包括那較為人所熟知的方法論問題外，還加入了政治與知識論上的向度

（Prais, 2003; Goldstein, 2004; Popkewitz, 1999）。

近年來，在綜合學校（comprehensive school）教育評鑑上的各式成果比

較研究裡，芬蘭教育享有榮耀。2000年PISA計畫尤其讓芬蘭的綜合學校變

成為一個成功的故事（OECD, 2001）。此乃是一項由OECD主導的計畫，

以調查32個國家年滿15歲的學生；而調查結果之一是，芬蘭學生在閱讀、

數學及科學素養上均是當中最好的。於此必須一提的是，2000年的PISA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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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種常規的學校成就測驗，在所有的週期性評鑑裡，閱讀、數學與科

學素養的範圍併不僅只限於掌握學校課程而已，其還涵蓋了成人生活所

需的重要知識與技能。

此外還得提到，芬蘭學生及學校表現之積分差異值在所有PISA受測

國家裡均是最小的。由此所得出的結論是，芬蘭的綜合學校在教育成果

上已設法成功地結合了優質的表現以及高度平等性。根據接續的2003年
PISA評量的首批成果顯示，芬蘭的綜合學校教育繼續拔得頭籌（OECD, 
2004a, 2004b）。

此後，人們熱切地為芬蘭在國際諸項評比中的成功表現尋找解釋及

背後的原因。就公開的討論資料來看，其均明明白白地將之歸因於傑出

的芬蘭教師以及優質的芬蘭師資培育。這類解釋也支配著教育領域裡的

討論――倘若我們不計入芬蘭PISA團隊主要研究員Välijärvi與Linnakylä所
提出較為拘謹且廣泛解釋的話。在他們那本名為《芬蘭在PISA的成功及

其背後的一些原因》（The Finnish success in PISA and some reasons behind 
it）的小冊子裡，其歸結道：芬蘭的高度成就似乎應歸於一個由諸般相

關因素所構成的整體網絡；在此網絡裡，學生自己的興趣領域及休閒活

動、學校所提供的學習機會、家長的支持和參與、社會文化的學習環境

以及整個教育制度的社會文化脈落均彼此結合在一起。（Välijärvi et al., 
2002 ;Lie, Linnakylä & Roe, 2003） 

在不低估那些「以學校、教師及家庭為基礎來促進學習的諸般活

動」的情況下，本文聚焦在幾個於芬蘭內部討論中被完全忽略掉的社會

歷史因素。其實很簡單，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想到：學校教育並不侷限於

教育學、教學法或主題，其中尚還（甚至主要地）包括社會、文化、機

構與歷史性的內容。這個看法支持Nóvoa與Yari-Mashal（2003）的論點：

若一項教育比較研究聲稱不只是個教育治理模式（mode of educational 
governance）的話，則它就必須是個歷史性地探索。本文在結論裡提出兩

個弔詭而且是吾人企圖去了解今日及將來芬蘭綜合學校教育時具有意義

且重要的觀點。



100
芬蘭教育理論與實務

貳、一種獨裁主義的、順從的和集體主義的心態

首先，芬蘭歷史中有某些非常一般性的層面，或許對於理解芬蘭的

學校教育來說有其必要性。我們可以這麼說――就算是冒著被眾人指控

為玄想之風險――芬蘭文化依舊含有一種意義重大的元素，亦即那種獨

裁主義、順從和集體主義的心態，且還連帶包含著其利弊得失。

由於其地理上及地緣政治上的位置，芬蘭向來就是個處在東西方交

界的國度。此外亦不容忽視的是，芬蘭民族國家之誕生是19世紀間在俄

羅斯帝國庇護下才實現的。東方的諸多元素在芬蘭各處是以各種方式明

顯展現出來，從它的行政傳統到它的基因遺傳。這麼地講述它，實非誇

大其詞。「芬蘭的社會民主制度相較於北歐國家，保留著某種東方獨

裁主義或甚至集權主義的特色」這個事實就是一項指標。至少還有一

點頗具啟發性，亦即：縱使我們看到芬蘭被拿來跟諸如韓國與日本等

國家一起做些國際性對照比較，這也沒有什麼好奇怪的（Siikala, 2002; 
Lakaniemi, Rotkirch, & Stenius, 1995）。

另一個令芬蘭跟其北歐鄰居們有所不同的歷史事實是：它歷經過諸

多戰爭，包括近代歐洲史上最血腥的內戰之一。緣於俄羅斯革命運動及

第一次世界大戰，芬蘭在1917年宣布獨立。在經過諸般紛亂的政治論爭

之後，激進的左派在芬蘭社會民主黨裡取得優勢；然後在1918年1月，

「紅派」接管了赫爾辛基（Helsinki）及芬蘭南部。這個國家遂被劃分成

「白派」與「紅派」兩陣營。歷經三個月的戰鬥後，紅派被擊敗；「白

派將軍」曼納海姆（Mannerheim）在德國軍隊的伴隨下開進赫爾辛基。

這個國家人口不到300萬，而光這場內戰就奪走了將近4萬條人命。3/4的
死者為紅派；被殺害的紅派中，有3/4並非死於戰鬥，而是在囚犯集中營

裡被處死和謀殺。這是個仍需加以克服的「集體精神創傷」（Ylikangas, 
1993），而且是直到最近才有人倡議設立一個真相委員會來徹底處理此

事。不過才在該事件發生20年後，這個國家就已能夠在「冬季戰爭」

（1939-1940）時建立一道令人驚異的防線來抵禦蘇維埃的攻擊。就心

理暨歷史的角度來看，促使芬蘭人自然而然達到社會共識的那些特質或

許可透過探究以下這兩個面向來加以理解：「意識到身為一個處於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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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交界的國家」以及「將內戰的精神創傷帶入到集體心態裡」（Klinge, 
1997;Alapuro, 1988;Vehviläinen, 2002）。

在涉及芬蘭學校教育的對話裡，第三項不應被低估的社會事實是：

這個國家相較於其他歐洲國家較晚脫離農業社會及農業生活形態。相較

於中歐及其他北歐國家，其工業化和都市化的過程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

時都還相當地緩慢。在1945年，70%的芬蘭人口生活在鄉村地區，而且幾

乎60%的人是從事於農林業。隨著1960年代的大遷徙，到了1970年時已達

半數的人生活在都市裡，且有32%的人是投入到工業及建築業（Alapuro, 
Liikanen, Smeds& Stenius, 1987）。 

這是個一體兩面的事情。「晚來的工業化過程」以及「服務業的同

步成長」在社會造成了一種格外迅速的結構轉變。在如此這般短暫的時

期內，其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又再進一步轉變為後工業社會，

以致於我們幾乎可說目前這幾種社會是以一種非常特殊的方式共存於這

個國家裡。芬蘭這個福利國家毋寧可看作是歷史衝擊下的一個產物：一

方是工業的和個人主義的，另一方則是農業的和集體主義的。

在教育上，芬蘭的例子也可視為大眾化學校教育（mass scholing）
之全球性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加速濃縮版（Meyer, Ramirez, & Soysal, 1992; 
Simola, 1993）。芬蘭在1921年才設立義務教育，算是最遲的幾個之一。

綜合學校體制是到1970年代才被發展出來的，但它同時就非常迅速地且

有系統地被實施起來，而且是以一種頗為極權主義的方式為之。所有這

一切均證明了芬蘭教育成功的故事在歷史上是晚近之事。現在較年輕的

世代裡有幾乎70%打算取得高等教育學位，然而在他們的祖父母輩裡大約

有相同比例的人僅只有領取到小學畢業證書。

在此不可能再進一步去處理芬蘭人、北歐人及歐洲人之間在文化暨

心靈上的差異處。在芬蘭人的文化及心靈裡含有些許古老的東西、些許

威權主義的東西、或許甚至還有些許東方的東西；光提出這些就足夠

了，而且也是必要的。還有些許集體的東西則是以此或彼的方式滲透到

芬蘭學校教育文化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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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師相對崇高的地位

第二個讓人感興趣的要點是，綜合學校裡的教師在芬蘭享有比多數

先進自由國家裡還要崇高的地位。甚至更為罕見的是，不論是位於社會

光譜較低或較高的人們顯然均讚賞且尊重教師的工作。

一位芬蘭的研究者Räty在1995年投入一項有關家長對於綜合學校的

態度的調查研究計畫，結果顯示綜合學校的學生家長對學校相當滿意。

受訪者最滿意的是教學（86%）、合作（74%）及評分（71%），不過有

關平等及表現的議題也有超過六成的人持正面評價。甚至在「個體性」

這個大多數人均對之持負面態度的議題上，滿意的家長（48%）也多於

不滿意的家長（28%）（Räty, Snellman, Mäntysaari-Hetekorpi & Vornanen, 
1995)。

這個結論已在幾年前的一項北歐比較研究《北歐學校氣壓計》

（Nordisk skolbarometer）（Anon, 2001）上獲得支持。受訪者是從北歐國

家的全部人口及學童家長裡取樣，詢問其對於當代學校教育的看法。很

清楚地，芬蘭人相當滿意學校，尤其是滿意於它們能夠在不同的學校科

目上提供其子嗣以知識和技能的方式。譬如芬蘭人就不和其北歐鄰國的

人們一樣認為，學校所教的應具備知識（knowledge requirements）太少。

前述芬蘭研究（Räty et al., 1995）指出：芬蘭的家長們確實強烈感受

到平等和公正，而且也不支持「以市場為導向的學校教育之意見」或者

「那種主張競爭與資優的意識形態」。相反地，他們擔心的是教育機會

的不平等。不過，有個意義重大的表徵是，來自高階雇員階級的家長更

傾向去批評學校體系忽略了資優生的差異性，而一般工人階級之家長對

於學校體系的態度則較為讚許。

有個可以清楚看出「學校教育有著相對高的形象」的表徵是：教職

在芬蘭大學生裡是個大受歡迎的職業。雖然我們專科教師培訓的申請者

確實仍尚不足（尤其是在數學和自然科學），但是「教書」年復一年地

在高中畢業會考裡依舊列居最受歡迎的職業之一（Jussila & Saari, 2000; 
Kansanen, 2003）。根據《赫爾辛基敢言報》（Helsingin Sanomat）1最近

1  〔譯註〕此報為芬蘭第一大日報，報刊名稱直譯應為「赫爾辛基避諱報」，該名稱則是源於當
初創刊時標榜其專門報導眾人避諱而不敢言說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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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在高中畢業會考候選人（亦即高中最後一年級的學生）之間進行的

調查，「教書」清楚地排名第一，明顯凌駕於醫師、律師、心理學家、

工程師或記者這些傳統上讓人喜愛的職業。

芬蘭教師明顯地受到民眾、政治精英以及甚至經濟精英的信任，這

種情形在許多國家裡是頗罕見的。在芬蘭具領導地位的商業雜誌《經濟

學》（Talouselämä），曾於2001年刊出一篇討論綜合學校的刊頭文章，

鼓吹需要有更多的資源來保護芬蘭的學校體系免於在質上嚴重惡化。同

樣地，芬蘭最主要的期刊之一《芬蘭語畫報》（Suomen kuvalehti）在其

一篇名為《論優良學生的條件》（On the strong pupil's terms）的刊頭文章

裡頭清楚地表明，最近那些市場導向及競爭導向的學校改革意味著「增

加差異性，讓弱者站在一帆風順者的陰影下，使與之競爭」。舉例來

說，這種事情就不可能出現在瑞典。雖然芬蘭工商業聯盟（Teollisuuden 
ja Työnantajain Keskusliitto, TT）引領著芬蘭新自由主義者的教育政策

（Ahonen & Rantala, 2001），但它卻未帶有其瑞典的姊妹組織裡的那種

嚴格性與侵略性。

肆、認同上層社會階層

再者，綜合學校裡的教師認同於上層社會階層，而其政治上的看法

則頗為保守。芬蘭教師是經歷了漫長的過程，才被一般民眾及精英們所

共同接納的。早在芬蘭教師們作為一團體而存在時，其就已是「在兩條

陣線上打一場中產階級的戰爭」（Rinne, 1988: 440）。一方面，他們曾

奮力去說服一般大眾「將其孩子帶來學校並將之留在學校」乃是個明智

的行為，並力求贏取家長的信賴，相信他們會好好照顧其子嗣。另一方

面，他們也必須去說服政治機構相信義務教育之有用性與生產力。

他們在這兩條陣線上各有輸贏。一開始，每五個自治區裡就有四

個自治區的自耕農是反對學校教育的；不過到了20世紀初（這在歐

洲以及北歐來說都是非常晚的），幾乎每個自治區最後都有一所學校

（Kivirauma& Jauhiainen, 1996）。1918年，國家迅速淪入內戰狀態，造

成了這兩條陣線上的挫敗。小學教師主要是站在白派那邊，儘管紅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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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領袖鑒於教師之經濟與法律地位貧困而對其有不一樣的期待。在隨

後血腥清算期間，整個國家只有92位教師被控與紅派合作，其中有8人遭

處決、10人被判無罪（Rantala, 2002）。

隨著內戰爆發，起碼有某些人民離棄了普世的文明觀念，接著至少

又有些教師採取一種古老的觀念，主張一般民眾乃是不道德的大眾，須

透過具使命感的學校教育來加以教化。另一方面，精英份子對於大眾化

學校教育的成果則失去了信心，也對民眾失去了信心；他們雖有拿錢

去投資教育事業，但民眾所受的教化尚不足以抵禦政治煽動家的言論

（Rinne, 1988）。

直到第二次大戰之後，當教師及一般民眾再一次證明了其是値得受

到國家信賴之時，這個民族國家才又開始再度去投資「教育其人民」之

事業。更意義重大的是：在芬蘭的教師行業裡不曾存在過激進的工會政

策，更不用說極端的左派了。此乃是這些教師跟其他不同國家同行們差

異所在。

令芬蘭教師階級攀升的一個根本要素就是，他們格外堅持力求專業

化。早在1890年時，小學教師就主張其所安排的進修培訓應達到大學的

水準。據一位芬蘭史學家（Halila, 1950）的說法，在二次大戰之前，在

芬蘭裡擁有高級中學證書（高中畢業會考）的小學教師比其他任何國家

都還要多。在提升教書之地位與聲望上的一項重大突破則是：1930年代

建立了加瓦斯奇拉教育學院（College of Education in Jyväskylä）這所大

學，戰後則又緊接著在更大的城市裡建立了三所教師培訓學院。這些是

首批培訓具有大學畢業生資格的小學教師之機構，而且其在教育階層裡

的位階清楚高於教師培訓研討課。自五○年代晚期開始，教師工會積極

地要求小學教師之培訓應達到跟文法中學（grammar school）教師相同的

程度，亦即大學水準。

這裡所關注的焦點時期是1970年代，當時執行了三項關鍵性的改

革。第一項是「綜合學校改革」（1972-1977）：原雙軌制的學校體

系――八年義務學校及並行的文理中學，被取代為單一的、混合能力的

綜合學校；在後者那裡，全體學童是接受九年的教育。第二，在1973
年到1979年間實施了「師資培育改革」（Teacher Educat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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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徹底改變了小學教師（其在綜合學校裡是教低年級，即從一年級到六

年級）的培訓。負責培訓他們的單位從教師培訓學院及小鎮的「教師培

育所」轉移到新大學的諸教育科系，後者則是作為改革的一部分而設置

的。在1979年，小學教師的培訓被提升到碩士學位的水準；此則大幅提

升了教育研究在教師培訓裡頭所扮演的角色，並導致將教育迅速納為一

門學術科目。所有這些（至少有部份）源自於第三項改革：「高等教育

之一般教學大綱及學位改革（general syllabus and degree reform in higher 
education）」（1977-1980）；其廢除了學士學位。唯這個學士學位到

1994年時才又恢復，現則因所謂的「波隆納進程」（Bologna Process）
而被強化（Simola, 1993; Webb, Vulliamy, Hämäläinen, Sarja, Kimonen, & 
Nevalainen, 2004)。

因此，教師在那兩條陣線上的中產階級戰爭是以「大眾化學校教育

獲勝」之結局告終。Rinne將之總結如下：

大眾喜愛的教師們受到高度訓練。除了在過渡時期外，國家與教師工會之間的關

係發展良好，尤其在國際間比較起來更是如此。罷工活動罕見，綜合學校改革亦

提升了教師的社會地位增加了其對教育政策的影響力。教師們越加地成為國家的

可靠盟友、文化暨經濟上的菁英份子。民眾甚至還被提醒著，唯有透過教育才有

可能去攀爬社會之階梯或是維持吾人之地位。就教師們決定了我們小孩的未來這

一點來看，其則扮演著法官的角色。而此項權利乃是國家從上頭及家長從下面交

付給他們的。（Rinne, 1988: 440）

在這種持續且成功的社會地位晉升過程裡，自然毋庸訝異會看到芬

蘭綜合學校裡的教師們都自認隸屬中上層階級。前面曾提過那位對家長

們進行調查的Räty（Räty, Snellman, Kontio & Kähkönen, 1997），在1997
年對教師們進行同樣的問卷調查。教師們明白贊同高階雇員階級們有關

教育政策上的諸般意見，且比一般家長還更為贊同市場導向的、競爭性

的學校政策。他們有1/3贊成以下說法：「追求平等」不再是個持以面對

今日諸般挑戰的答案。他們也支持設立更多的私立學校以及專收資優學

童的特殊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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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法上的保守主義

另外，芬蘭綜合學校裡的教師們看起來在教學法上的態度是保守

的，而且跟學童及其家庭的關係則多少有點含蓄或疏遠。雖然缺乏經驗

證據來支持此論點，不過還是有點東西提供了些支持。

一份1996年來自英國的報告（Norris et al., 1996）之諸結果頗為有

趣。「芬蘭國家教育部」（Finnish 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委託一

個來自英國東英格蘭大學（East Anglia University）、經驗豐富的研究小

組去查明，那個大規模的綜合學校課程改革在芬蘭的實施狀況如何。該

小組拜訪、觀察並訪談了50所初級暨高級綜合學校裡的校長、教師及學

生―這些學校要嘛是被選來作為實驗學校，要不則是緣於對課程改革感

興趣。這些被設立的學校顯然代表著芬蘭裡所謂的良好且創新的學校。

這份報告對其資助者來說，既是個醜聞、也令人挫折，因為它指出

了這項課程改革在校方層級上的兌現甚少。不過可以這麼說，那些讓人

覺得最為有趣的念頭與觀察均是關乎於芬蘭綜合學校在教學法上的諸般

實踐措施。該英國小組報導說：

整個班級依循著教師所規定的速度，一行一行地讀著課本裡所寫的東西。一排排

的兒童均以同樣的方式做著同樣的事情，不論那是藝術、數學或是地理。我們行

經一所接一所的學校，看到的幾乎都是同樣的課程；你若是把教師給換掉，那些

孩子們也絕不會注意到有何差異。（Norris et al., 1996: 29）

在初等和高等的綜合學校裡，我們皆看不到有多少證據指出有「以學生為主的學

習或獨立學習」的事情。（Norris et al., 1996: 85）

在這些研究人員眼中，芬蘭學校的教與學顯得非常傳統，主要就是

站在一整群學生面前教學。幾乎觀察不到在教誨指示上有什麼個人化

的、以學生為主的形式。既然諸學校間有極大的相似性，考察者們乃確

信此具有教學法上的高度訓練與秩序。

英國評估小組的這份證詞跟某些來自諸如瑞典的經驗調查結果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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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強烈的對比。Lindblad（2001）描述1970年代及1990年代在瑞典教室裡

的課程安排及師生互動模式之變化如下（如表1）。

表1　1973年及1995年在綜合學校八年級教學情形比較表

層面 1973年 1995年

課程安排
課程安排圍繞著那站在全班面
前的教師

教師簡短地引介後，讓學生獨
自或分組進行操作

師生互動
教師講述或詢問——
學生應答——教師評分

教師簡短指示，並到處走動以
提供協助。
注重學生之間的互動 

資料來源：Lindblad（2001：56）。

有項經驗證據指出，芬蘭與瑞典在校方層級上對於教誨與學習之個

人化程度是有差異的。在一項含括了對15所芬蘭綜合學校的教師們進行

訪談的研究（Simola & Hakala, 2001; Simola, 2002）裡，其中有兩所學校

似有運用某種稍微個人化的方式。還有另一所校名為Ilola的學校則因其促

進獨立操作（individual work，IW，瑞典文為"eget arbete"）而廣為人知。

這所學校為了促進獨立操作，已經奮鬥了超過10年之久；不過據校長所

言，其並未獲得支持。經過了12年的搏鬥，他顯得相當悲觀，甚至對他

自己學校裡的教師們之內化與發展它的能力亦持悲觀態度。他歸結道，

芬蘭教師們是只要沒有必要，就不會放棄他們傳統的「權威教學」。雖

然有越來越多的家長和兒童不再接受「行為主義式的教學」，並希望獲

得個別的待遇，但是絕大多數的人仍舊信服這種教學法。這是個明顯的

矛盾態度，不過在該校長眼中看來卻簡單明瞭：

對我來說，那（即IW）其實是件非常簡單的事情。它甚至不是資源上的問題，

而不過就是一種情況的轉變，即開始從不同的觀點來看待事情。

比起芬蘭，這種教學方式在瑞典則顯然更為普通和流行。Österlind在
其論文裡宣稱：

在瑞典，這種被稱為「他們自己操作（their own work/eget arbete）」的安排學生

作業之法正日趨得勢。它和傳統課程安排方式的不同之處在於，譬如像學童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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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去決定他們何時去從事不同的課題。為了查核教學成果並

掌握教學進度，許多教師把這種個人化教學跟日誌或說「計畫本」結合在一起；

這種小簿子可以讓學童們將其每週的作業給紀錄下來。日誌使得教師可以透過要

求學童放慢速度或加強努力來控制步調。此乃是個人化教學的一個重要層面；教

師能夠知道他們「學到哪裡了。」（Österlind, 1998: 139）

從一項針對北歐教師們的訪談研究（Simola, 2002）來看，芬蘭教師

跟其北歐的同行間之差異處在於其跟學童們以及他們的家庭的關係。當

其他北歐教師們都幾乎異口同聲地強調有維持親密、私人、及具信賴性

的關係時，芬蘭的教師們大多則是以成人模範以及教室安全秩序的維護

人身分來向其學童講話。一些經驗豐富的芬蘭教師並不鼓勵建立親密的

關係，而是強調「去跟學童們及其家庭與問題保持著某種專業的距離」

才是非常重要的。這種上下距離關係跟那股極為強調關照的思潮大相逕

庭，而該思潮則主要出現在特殊教育教師及課堂教師之中。

陸、相對滿意於工作

在此要納入考量的第五點、也是最後的一點是，芬蘭綜合學校的教

師們似乎都相對滿意亦堅守其工作。

訪談超過50名芬蘭教師的研究結果（Simola et al., 2001; Simola, 
2002）發現教師們看起來相當滿意1990年代的教育改革。幾乎所有人都

在許多不同方面上將這十年視為是一種進步。他們對於最近諸般改革的

目標（譬如：加強以學校為主的決策權、鼓勵教師和其他專家合作、以

及強調學生的個人需求及興趣），均給予正面的評語。若是對照於這些

研究計畫裡頭那些跟其他10 個歐洲國家的教師們所做的訪談，則芬蘭教

師們那種正面的基本態度甚至更加清楚（Popkewitz & Lindblad, 2001）。

芬蘭的一些研究的確亦支持這個「相對滿意且盡職」的印象。根據

一項針對教師壓力的調查研究：許多教師的確都滿意於其工作，且堅守

崗位。他們認為其工作是有成就的、工作環境是良好的，而且在其工作

場所裡亦獲得到正面的社會支持（Santavirta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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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80%的應答者同意下面這兩項陳述：「這份工作是有成就的，而

且我是因為喜歡它才去做它」以及「我堅守我現在的工作」。就諸多其

他的研究來看，有如此這般的工作滿意程度似乎頗為奇怪，因為一般教

師們在其工作中受到很大的壓力。各式各樣的研究均有證據指出芬蘭教

師們的受壓程度有所增加（Salo & Kinnunen, 1993; Viinamäki, 1997）。

我們可以說，在所有這些最近實際執行的訪談研究裡，教師們抱怨壓力

增加、問題學生更多及工作負擔日增（Simola et al., 2001; Simola, 2002; 
Syrjäläinen, 2002; Virta & Kurikka, 2001）。

在1990年的芬蘭教育政策裡，有件奇特的事情或許可以解釋這種

「相對地滿意」與「壓力增加」共存的現象。自1990 年初期，國家的

教育論述就強調將評量（evaluation）作為質量發展的最基本工具。它早

先曾相信「教育的諸般目標能夠透過堅守嚴格的規範來加以達成」，但

1990 年的信念反倒是：達成這些目標需先設定國家的核心目標，然後

再按照後續的結果來評量成就。按此說法，「計畫性國家」變成為「評

量性國家」，試圖透過以結果控管的方式來實踐教育政策。根據教育部

秘書長的說法，「評量」被視為新的督導系統的一項關鍵要素，因為它

「取代了舊式規範性督導、控管與檢查之系統的任務」（Hirvi, 1996: 93; 
Simola et al., 2002; Rinne,Kivirauma,& Simola, 2002）。

1990年代期間，校方層次雖是盛行有關評量的論述，但卻未將之付

諸施行。儘管有那些花俏的辭令，自從在這十年期之初執行了諸般改變

措施以來，實際上還不曾有過任何形式上的控管系統來管理學校的工

作。前述校方層次的受訪者們裡頭，有相當多人在論述時提到缺乏任何

的評量、評估或控管（Simola et al., 2001:115）：

這裡沒有人在安排評量我們的教學，我不曾碰過任何人到這裡來評量我們的教學

水準。在這十年期間，情況已有所改變。事情變得更加不受約束；學校的運作比

以前變得更格外獨立。沒有任何檢查或控管。我們覺得完全都沒有。

學校裡的督導工作以及所完成的成果，均只有達到國際標準的最低

限度而已。所有對教師工作的傳統控管形式在1990年起就因各式實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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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由而消失殆盡。督學團、全國課程明細表、官方認可的教材、每週

上課科目時間表、以及教師所必須紀錄下每小時授課內容的課堂日誌，

所有這些傳統的機制都已被摒棄了。芬蘭不曾在綜合學校層級上擁有一

種全國性標準化檢測的傳統。要一直到1999 年時，實施評量之職責方才

正式確立，並引入了第一個代理控管機制，亦即一套在綜合學校畢業證

書上蓋印鑑的標準規格（Opetushallitus, 1999）。

柒、不再是個奇蹟

總結前面提出的幾個社會歷史性觀點：首先，是流行著一種有點古

老、威權、卻又集體性的文化；其次，社會對教師有某種信賴與讚譽；

第三，在教師圈裡有一種在政治及教學法上的保守心態；以及最後，教

師們相對滿意、也堅守於教學。

或許還値得將這些說明跟某些其他頗為人所熟知、但罕被提及的事

實連結起來。此再度又是緣於歷史的理由，即大部分芬蘭教室裡的學童

們具有特定的文化同質性。這在2000年PISA計畫裡則是反映在芬蘭的非

本土學生比率上，其僅只達OECD平均值的1/5而已（OECD, 2001）。

再者，還有一個由受過大學訓練的教師們所運作、組織完整且又有

效的特殊教育體系，其將大部分「有困難的」學生從教室移送到特殊教

育單位或診所去，從而確保了一定程度的同質性。直到差不多最近5年，

政策方始逐漸轉向去完全地包容學童的特殊狀態、儘可能地將其融合到

「正常的」教室裡去。那些被診斷為需要特殊教育的學童（即擁有特殊

學童身分者）在過去10年間成長了2倍（1995年為群體裡的2.9%，2003年
則為6.2%）。不過値得注意的是：在1995年時，這批為數17,000名的學

童幾乎全都是接受全時程特殊教育；到了2003年時，其比例卻僅有60%

（約22,000名學童），其餘40%的特教學童則被完全或部分地融合進普通

的教室教學裡。在同一段期間裡，利用部分時程特殊教育的學童比率從

該群體的15%提高到20%（Tilastokeskus, 2004）。正是從這種強烈的平等

民風以及真正的綜合學校教育觀念裡，產生出該教育成效的另外一面，

亦即強烈奉獻於「不放棄任何一個孩子」這個觀念，而此尤其可在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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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特殊教裡看到（Kivirauma, 2001; Simola et al., 2001）。我們可以公

平地說：「學生同質性的程度」及「強健的特殊教育體系」使課堂教師

所教之群體得以整合且和諧。

顯然在前述芬蘭PISA小組研究者們所提的「諸般相關因素所構成

的網絡」裡頭的一些實質問題的確存在著。不管怎樣，芬蘭的「PISA
奇蹟」現在看來不再是個奇蹟了。簡單來說，在芬蘭依舊可以用傳統的

方式去教學，是因為教師們信奉其傳統的角色，而且學童們也接受其傳

統的地位。一方面教師們的那些信念受到社會信賴及其專業學術地位的

支持，另一方面學童的認可則是基於威權主義文化以及服從的心態。因

此，芬蘭（教育）被評鑑為一流的「秘密」，或許可看作是傳統傾向和

後傳統傾向在現代福利國家及其綜合學校教育之脈絡下的奇特偶然物。

人們很容易就認為：至少芬蘭教師的權威性些許是基於其相對強烈

的專業認同，這種認同讓他們得以為傳統的教學染上進步的色彩。人們

也很容易認為，芬蘭學生之順從性至少些許是源自於對權威之自然而然

的接納以及尊師重道的民風。在前述英國評估小組之諸項觀察中，有些

詮釋顯然是支持此項正面性的：

學校顯然毫無例外地是個供學童們勞作的平安處所。芬蘭學童們一般均顯得行

為良好；罕有秩序與紀律的問題，且也僅限於某些個人或小團體而已。⋯⋯在此

顯然存在著關懷他者並尊重個人特質。教師與學童的關係一般而言展現出了關懷

以及相互尊重，而且教師很少覺得需要施行嚴格的紀律或權威。（Norris et al., 

1996: 39）

這些（考察）案例是刻意從整個學校範圍裡挑選出的，同時包括了初級及高級綜

合學校裡的教學案例。毫無疑問地，他們之中有些人在形式性地整班教導的傳統

裡反映出高品質的教學及相當專業的技巧；而且無庸置疑的，在那些最佳的例子

裡，學童們都非常喜歡那些課程，並且可能還學到了不少東西。（Norris et al., 

1996: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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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弔詭的結論

總而言之，在芬蘭學校教育的成功故事裡頭，可以看出兩個弔詭。

首先，有著強烈未來導向的2000年PISA研究裡所描繪出來的模範學生顯

然大半是有賴於那已逝去的（或至少是正消逝中的）世界，有賴於那個

農業暨前工業化的社會，有賴於順從與服從之民風――該民風在芬蘭裡

頭可能是諸晚近現代歐洲社會中最強的。此弔詭導致以下問題：倘若教

師不再信奉其身為模範公民及知識傳遞者的傳統使命，而是自視為某種

協助者、導師和顧問的話，那麼在芬蘭學校裡頭的教與學會有什麼變化

呢？倘若學童們不再接受其身為學童之職，而寧願去「翻牆」（不再安

於單純接受教育的地位）如一位都會地區小學校長所述，那麼在芬蘭學

校裡頭的教與學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呢？

第二個弔詭是，這項在政治及教學法上具進步性的綜合學校改革，

在芬蘭裡明顯是由那些在政治暨教學法上態度相當保守的教師所執行

的。更甚者是，其結果顯然比其他幾個國家更能達成目標。此項弔詭所

引出的問題是：是否有可能輕易地從舊式的威權主義教育轉變成一種升

級版的新權威主義教育呢？由於缺乏某種被社會政策所認可的、以學童

為中心的教學傳統，或許更容易採取一些便宜行事的教學方法吧！後者

的諸般關鍵要素則是既凝聚且清楚：「有特色和差別的競爭」、「以大

眾建構主義的方式將學習的責任轉移到學童身上」以及「全方面評估及

自我評價」。

就這趟循著Nóvoa和Yariv-Mashal之議而來的芬蘭「歷史性的探索」

來看，到底PISA模式的這些比較評估是如何產生？無疑地，這些在技

術執行上良好的比較評估是把相關不同教育系統的有趣資訊蒐集起來

（Mulford, 2002），而其資料庫將有助於進行既複雜又富成果的進一步分

析（Gorard & Smith, 2004; Allmendinger & Leibfried, 2003; Nash, 2003）。

排名及標竿（benchmarking）的諸般指標以及之間的連結，確實可以就

「學生們在義務教育快結束之際，到底已獲取到多少用以充分參與社

會所需的基本知識與技能」該問題告訴我們一些東西。不過，上述芬

蘭的例子顯示，這種資訊並不必然有助於去理解某個特殊教育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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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及動力。就算有，它看起來也只不過促進Nóvoa 與Yariv-Mashal所
謂的「國際面面觀」（international spectacle）及「互相深責」（mutual 
accountability）的過程而已，而非其改善與發展的過程。基於此，吾人

亦將毫無困難地同意Goldstein（一位傑出的教育統計學家）的論點，後

者則是反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在其野心勃勃的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 EFA）計畫裡鼓吹的那種嚴格且可測量的目標設定：

每個教育系統都能夠發展出用以評估品質、招生等事宜的不同判準來；而全民教

育與其去監控某組根本是人為設定的目標而前進的過程，還不如去集中所能動

員諸般資源，以俾對每一系統之動力取得必需的了解。這樣才會讓建設性的政策

得以施行。應當強調在地的（local）脈絡與文化；在那裡，那些擁有在地知識的

人方能建構出自己的諸般目標，而不仰賴於那些從全球觀點來施行的共同指標。

（Goldstein, 200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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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文榮獲「北歐教育研究協會」（Nordic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NERA）2007年頒

發的Ahlström獎，為近兩年來最佳的北歐教育科學文章。

這篇文章是撰寫優異、論據廣博的文本，以全新的觀點來理解芬蘭綜合學校在國際學校成就

之評量中何以能大獲成功。該文從芬蘭社會發展的歷史暨地緣政治學層面來探討芬蘭的學校、教

師、以及教師的教育與地位。尤其關注芬蘭學校發展放在去工業化的過程（de-industrialisation）

發生較晚，且現代化之不同面向近乎發生在一個仍具傳統理想及集體主義理想特徵的同質性國

家，對當今教育議題之理解帶來另一種觀點，並提出一個既具研究基礎又獨立的立場。

該期刊之編輯Crossley於同一期的社論中寫道：Simola直接處理有關教與學之品質的諸般比

較性觀點，就國際學生成就評量計畫研究中所載的芬蘭學校教育成功一事進行考察。這份有批判

根據且深思熟慮的研究，芬蘭綜合學校教學成功奠基的那些社會、文化暨歷史因素之影響。是項

分析接著從教育之歷史暨社會學觀點出發，推展出具爭論性的一項評論，以揭露出深植其中的兩

難及弔詭；而這些兩難與弔詭不單是在質疑那表面上看來的成功之基礎，也是在挑戰一般國際性

比較調查的理論根據。Simola在從事此事時，引述一段Goldstein發表於前一期《比較教育》裡的

文章，以作為結論。Goldstein在該著作中，亦將焦點放在「全民教育計畫」及教育品質上，並主

張：「每個教育系統都能夠發展出用以評估品質、招生等事宜的不同判準來；而EFA與其去監控

那個朝某組根本是人為設定的目標而前進的過程，還不如去集中諸般其所能動員的資源，以俾對

每一系統之動力取得必需的了解。這樣才會讓建設性的政策得以施行。應當強調在地的（local）

脈絡與文化；在那裡，那些擁有在地知識的人方能建構出其自己的諸般目標，而不仰賴於那些從

全球觀點來施行的共同指標。」（Goldstein,200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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